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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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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梳理了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与宏观因素，然后利用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CMDS），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社会融入度、社会接纳程度、家人陪伴程度

均显著正向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则阻碍其就业质量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

量影响显著，而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显著；分位数回归发现，受教育程度、家人陪伴程度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

正向影响在中、高分位点上较为显著，社会融入度在低分位点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对所有分位点大龄农

民工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均十分显著，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则在低分位点上产生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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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处于“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双

重战略背景下，对于大龄农民工这一特殊就业群

体而言，其自身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在

激烈的就业市场往往处于竞争弱势地位，就业问

题十分突出。2024 年 5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

布了 《关于强化支持举措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壮大

的通知》，提出要拓展银发群体增收渠道，引导

用人单位大力开发“适老化”岗位，支持超龄劳

动者再就业。大龄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

体，往往年龄偏大 （通常接近或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事各类体力或简单技术

劳动 （如建筑、环卫、家政等） 以获取收入的群

体，他们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

工的边缘性特征，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就业质量普遍低于本地劳动者且差距在逐年增

大［1］，因此，如何在目前数字经济背景下保障大

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缓解其就业和生活困境，

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国内外一直较为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对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就业质量的

定义从 Delamotte 和 Takezawa 提出的“工作生活

质量”［2］，到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体面劳

动”［3］，再到对工资水平、过度劳动、社会保障

以及就业稳定性等进行的一个多维度衡量［4⁃5］，

内涵日趋丰富。高质量就业是劳动者在就业过程

中的客观及主观福祉的综合体现［6］，与年龄大小

并无必然关系，大龄劳动者的经验累积往往能够

弥补其学习能力的下降［7］，而且由于年龄渐长，

劳动者更倾向于适合他们能力的角色，拥有更高

的工作满意度［8］，这说明年龄已不再是提高大龄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主要制约。

从已有研究来看，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影

响的主要包括个体、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因素，个

体因素如教育水平、工作经验［9］、职业培训［10］、

职业流动［11］ 等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农民

工就业质量；家庭因素如家庭随迁规模越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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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质量越低，而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农民工就业质

量更高［12］；社会因素如公共就业服务［13］、数字

经济［14］、数字普惠金融［15］ 等有助于改善就业环

境，使得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得以提升。虽然众

多学者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遗憾的是，少有学者关注到大龄农民工

这一特殊群体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质量问

题，更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大龄农民工

高质量就业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改善民生福

祉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

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然

后利用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CMDS），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以求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大龄农民工群体

高质量就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  

高质量就业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数字经济既为大龄农民工高质量就业赋能，

也使大龄农民工面临岗位替代和社会保障缺失等

挑战。本文将从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系统梳理大

龄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探究数字

经济背景下提升就业质量的关键所在。

（（一一）） 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因素　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因素　

从微观层面看，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主要受

到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家庭条件等多重

影响，人力资本包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

能水平和工作经验等，社会资本包含农民工的社

会融入度和社会接纳程度等。

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人体中所蕴含的各种知识、技

能、身体状况等要素的总和，可以通过教育、在

职培训、医疗保健等方式投资形成。舒尔茨认

为，影响就业质量的一个最基本因素就是人力资

本 ， 拥 有 的 人 力 资 本 越 高 其 获 得 的 收 入 就 越

高［16］。对于农民工而言，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助于

他们摆脱次级劳动力市场，增强议价能力，获得

更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权益保障，提高就业质

量［17］。然而，相对于中青年农民工，大龄农民工

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多只有高中及以下水

平，在职业选择方面多数选择零售业、服务业和

建筑业等不受学历限制的传统就业岗位，导致其

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和福利待遇等要比正常农

民工低，就业质量难以提升［18］。健康状况也是个

人重要的人力资本，它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是正向的［19］。此外，大龄农民工通过“干中学”

方式，在过去长时间的务工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

工作经验和技能水平，有助于拓宽就业渠道，提

高劳动报酬和待遇。可见，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

度、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等都可能影响到大龄农

民工的就业质量，对其在数字经济大环境下的就

业选择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2.  社会资本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社会结

构中的资源，这种资源并非物质性的，而是通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规范等形

式表现出来，它对于个体在社会中的行动和发展

具有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20］。大龄农民工的社

会资本是他们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

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对其就业质量产生影响的另

一重要因素。本文则采用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接纳

程度来反映社会资本水平。总体上，大龄农民工

由于年龄渐长，身体灵活度、学习能力和适应能

力等均有所下降，社会融入度和接纳程度不高，

社会资本存量匮乏，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中

往往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导致就业质量偏低［21］，

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在大龄农民工获取工作过

程中的作用有限，而社会资本则至关重要，它能

够有效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

低交易成本，帮助大龄农民工获得更多就业信息

和机会，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22］。

3.  家庭条件　

家庭是个人消费、生活和就业等的基本单

元，近年来非独自外出的大龄农民工人数不断增

长，家人随迁使农民工的家庭决策属性更为明

显，对其就业偏好产生一定影响［23］。家庭化迁移

和家人的陪伴增强了农民工在迁入地工作时的就

业稳定性，提高其就业质量［24］。随着数字经济的

快速发展，尽管远距离交流不再成为身处异乡大

龄农民工生活的难题，但没有家人陪伴产生的对

家乡和亲人的依恋往往促使他们的返乡意愿更强

烈，从而影响其在务工城市追求更高水平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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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长期社会融入。

此外，家庭经济条件也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

量具有一定影响。由于家庭的生活压力迫使大龄

农民工经常向其他城市流动和工作转换，而频繁

的工作转换不仅不会带来收入的提升，反而对农

民工的整体就业质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5］。因

此，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龄农民工相对来说工

作流动与转换频次较低，就业稳定性好，能够积

累一定的工作技能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的

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二二）） 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宏观因素　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宏观因素　

1.  社会保障制度　

受户籍制度壁垒及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

响，与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多数大龄农民

工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危险性高的工作，在劳

动报酬、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籍劳

动者存在明显差距［26］，而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医疗

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也可能影响他们的

就业质量［27⁃28］。有相当数量的大龄农民工属于非

正规就业，就业权益难以有效保障，从而影响就

业质量的长远提高。健全的权益保障有利于为大

龄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提供扎实的前提条件，然而

数字经济背景下大龄农民工参与城乡各项社会保

障制度的概率偏低，这不仅降低其老年生活福

利，而且可能对其就业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2.  数字经济发展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

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渗透融合，数字经济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投

资消费、就业创业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

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持续

增强，有利于帮助广大农民工实现传统工作的转

岗，提升劳动生产率，改善就业环境，为解决我

国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偏低这一社会性难题提供

契机［29］。但是对于众多大龄农民工而言，因为工

作性质接触到数字经济的机会比年轻农民工更

少，而且自身素质低下使其不能快速适应数字时

代的发展要求，所以大多数人仍然停留在传统低

端岗位。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岗位被人工智

能机器人所取代，首当其冲的就是基础性、简单

性、重复性较高的低端人力岗位，大龄农民工在

数字化时代将面临严峻的职业危机，因此需要关

注数字经济发展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　

本文农民工就业质量数据来源于 2018 年中国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 （CMDS），数字

经济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编制的 《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 （2011—2020）》。样本对象界定为流动人口

中符合户口性质是农业、流动原因是务工经商的

60 岁及以上的大龄农民工，通过数据处理，最终

有效样本量为 5576 个。

（（二二）） 变量选取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是一个综合性、多维度的概念，反

映了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或工资福利等的优劣程

度。以往文献在衡量就业质量时，大多采用构建

就业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方法，本文考虑到数据

可得性，参考赵明霏和冯婧［30］ 的核算方法，选

择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

四个维度来综合评价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

过程如下：

第一步，对就业质量各维度指标进行离差标

准化处理。具体处理公式为：

Y ij = Xij - minXij

 maxXij - minXij
× 100 （1）

其中，Yij是标准化处理后的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

分维度指标， i 代表农民工个体数， j 为就业质量

四个维度： j=1 表示工作时间， j=2 表示工作稳

定性， j=3 表示劳动报酬， j=4 表示社会保障。

maxXij、 minXij 分别表示指标 j 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需注意的是，工作稳定性、劳动报酬和社会

保障均为正向指标，工作越稳定、劳动报酬越

高、社会保障越大，意味着就业质量越好；而工

作时间为负向指标，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负担越

大，就业质量就越低，因此需要对其进行“1-”

反向处理，标准化后得到指标的差即为衡量就业

质量工作时间维度的指标。

第二步，赋予就业质量各维度指标权重。由

于上述四个分维度指标对就业质量都很重要，本

文采用等权平均法确定各维度指标的权重。

第三步，计算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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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 = 1
4 ∑j = 1

4 Y ij × 100 （2）

式中，Yi为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数值越大，说

明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 1 展示了大龄农

民工就业质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2. 解释变量：包括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解

释变量

微观层面选取大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健

康状况、社会融入度、社会接纳程度、家庭经济

状况和家人陪伴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宏观层面选

取社会保障制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

量，社会保障制度采用农民工是否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考刘军

等［31］和王军等［32］的做法，构建了由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三项一级指标构

成 的 数 字 经 济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 指 标 体 系 构 建

见表 2。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

素，本文选取大龄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职业、就业身份以及不返乡意愿程度作为控

制变量，职业和就业身份变量能够反映社会分

工，衡量大龄农民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预测

其行为和需求。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3。
（（三三）） 模型设计　模型设计　

本文以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作为被解释变

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如下：

Y i = β0 + ∑
i = 1

n

βi xi + φi ∑Ci + ε （3）

式中，Yi表示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xi为一组解

释变量，包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因素和

宏观因素，βi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对

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Ci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φi 为其系数； ε 是随机误

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及

其程度，本文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将各

解释变量分别纳入多元线性 OLS 回归模型，利用

Stata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 1 考

察了各微观因素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表 1　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分维度

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

工作时间

工作稳定性

劳动报酬

社会保障

定义及赋值

周工作小时数/小时

签订固定劳动合同=1；无=0
月工资收入/元

办理社会保障卡=1；无=0
经等权平均综合测算

平均值

53
10. 3
21. 7
40. 3
31. 33

标准差

30. 4
30. 5

2. 17
49. 1
16. 40

最小值

0
0
0
0
5

最大值

100
100
100
100

81. 33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指标

数字经济

一级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二级指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网页数 （万个）

互联网域名数 （万个）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快递业务量 （万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亿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万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权重

0. 06
0. 19
0. 12
0. 11
0. 20
0. 16
0. 09
0. 02
0. 02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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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 考察了各宏观因素的影响，模型 3 中只有

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 4 包括所有变量的影响。

模型 1 结果显示，微观层面，受教育程度、

社会融入度和家人陪伴程度在 1% 的显著性水平

上与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

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社会接纳程度回归系数为正，显著性水平为

10%，表明社会接纳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大

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家庭经济状况在 5% 的显著

水平上呈负相关，说明大龄农民工家庭有经济困

难可能阻碍其就业质量的提高；健康状况则对大

龄农民工就业质量没有影响，这说明即使大龄农

民工身体健康程度高，也不能确保其能够拥有高

质量的就业机会。

模型 2 结果显示，宏观层面，是否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 1% 的显著水平上对大龄农

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反而不利于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

的提高。可能的原因在于，对于那些尚未参与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大龄农民工，他们在寻找

就业岗位时更加注重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福利

待遇，以弥补其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上的缺失，

因此也更加致力于就业质量的提高。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十分显著，

但其系数即影响程度很低，几乎趋于 0，说明现

阶段多数大龄农民工仍然集中于传统产业和低端

职位就业，不能真正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各

种利好，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影响程度几乎很小。

模型 3 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职业对大龄农

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时

代新媒体、服务业和快递运输业等在互联网的影

响下迅猛发展，而大多处在建筑业等传统产业的

大龄农民工正面临着挑战，从事的职业、工资福

利待遇和社会的公平与接纳，是身在异乡大龄农

民工获得幸福感的直接来源，对其就业质量的提

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就业身份一定程度上负

向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现实中那些自主创

业或雇主自营的大龄农民工，不仅工作投入的时

间和精力多，而且面临的创业风险大，收入也不

稳定，就业质量难以提升。其他控制变量如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和不返乡意愿程度对大龄农

民工就业质量则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数字经济背

景下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困境并非受这些因素的限

表 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大龄农民工

就业质量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社会融入度

社会接纳程度

家庭经济状况

家人陪伴程度

社会保障制度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职业

就业身份

不返乡意愿程度

定义及赋值

经等权平均综合测算

未上过小学=1，小学=2，初中=3，高中/大专=4，大学及以上=5
健康=1，不健康=0
很少与人交往=1，与本地人交往最多=2，与同乡交往最多=3，
与其他外地人交往最多=4
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这个说法=1，不同意=0
家庭经济有困难=1，家庭经济没有困难=0
独自流动=0，非独自流动=1
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加=1，没参加=0
用熵权法构建指标体系进行测算

男=1，女=0
60-69 岁=1，70 岁及以上=0
在婚=1，非在婚=0
干部人员=1，建筑业人员=2，生产人员=3，运输业人员=4，
其他=5
有固定雇主的雇员=1，无固定雇主的雇员=2，自营劳动者=3，
雇主及其他=4
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1，没想好=2，不愿意=3

平均值

31. 33

2. 591
0. 892

2. 078

0. 924
0. 640
0. 205
0. 808
0. 110
0. 690
0. 866
0. 976

2. 947

2. 614

1. 872

标准差

16. 40

0. 878
0. 310

0. 962

0. 265
0. 480
0. 404
0. 394
0. 113
0. 463
0. 340
0. 154

1. 316

1. 094

0. 751

最小值

5

1
0

1

0
0
0
0

0. 0010
0
0
0

1

1

1

最大

值

81. 33

5
1

4

1
1
1
1

0. 736
1
1
1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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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致，若要提升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须从其他

路径探寻。

模型 4 结果显示，大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

社会融入度、社会接纳程度、家人陪伴程度、社

会制度保障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就业质量的

正向影响依旧显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显著负

相关，除回归系数略有不同外，与模型 1、2 的结

果基本一致。

（（二二）） 分位数回归结果　分位数回归结果　

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是对基准回归的深化扩

展，通过因变量的条件分位数对自变量进行回

归，可以得到不同分位数下的回归模型，能够更

加全面地揭示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条件分布情

况，并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异方差问题，实现对极

端值更为稳健的参数估计。本文利用分位数方法

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以探

究不同分位点上各解释变量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影响是否存在群体性差异。具体而言，首先

将所有样本按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从低到高排

序，选用 10%、 30%、 50%、 70% 和 90% 具有

代表性的分位点进行样本分群，然后分别对每一

分位点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类型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样本量

变量名称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社会融入度

社会接纳程度

家庭经济状况

家人陪伴程度

社会保障制度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职业

就业身份

不返乡意愿程度

模型 1
0. 875***

（3. 44）
-1. 556

（-2. 21）
0. 674***

（3. 09）
1. 541*

（1. 95）
-0. 966**

（-2. 18）
1. 753***

（3. 33）

-0. 134
（-0. 28）

-0. 733
（-1. 15）

-1. 142
（-0. 84）

2. 538***

（13. 17）
-3. 340***

（-15. 77）
-0. 311

（-1. 11）
22. 166***

（10. 39）
0. 101

5576

模型 2

-6. 211***

（-11. 75）
0. 000***

（3. 25）
0. 592

（1. 31）
-0. 173

（-0. 28）
-0. 948

（-0. 70）
2. 327***

（12. 24）
-3. 085***

（-14. 47）
-0. 038

（-0. 14）
29. 862***

（14. 71）
0. 113

5576

模型 3

0. 658
（1. 44）
-0. 047

（-0. 07）
-1. 369

（-1. 00）
2. 411***

（12. 53）
-3. 355***

（-15. 81）
-0. 237

（-0. 85）
25. 596***

（12. 81）
0. 090

5576

模型 4
0. 843***

（3. 35）
-1. 739

（-2. 49）
0. 667***

（3. 10）
1. 291*

（1. 65）
-0. 836*

（-1. 91）
1. 389***

（2. 66）
-6. 351***

（-12. 03）
0. 000**

（2. 39）
-0. 148

（-0. 31）
-0. 860

（-1. 36）
-0. 781

（-0. 58）
2. 460***

（12. 93）
-3. 108***

（-14. 63）
-0. 153

（-0. 55）
26. 650***

（12. 36）
0. 124

5576

注：*、**、***分别表示各变量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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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受教育程度在 70%、90% 的分位

点上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学历对高分位点大龄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突出；健康状况和家庭

经济状况只在低分位点上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

产生一定负向影响；社会融入度则在同一低分位

点上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家人陪伴程度在 70% 的分位点上对大龄农民

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正向促进作用，这也表明家

人陪伴程度越高，大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越稳

定，越有利于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

宏观层面，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在所有分位点上系数显著为负，且在中高分位点

上显著系数更大，表明社会保障制度程度越高，

对所有分位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越

显著，正如前文所言，未参加新农合、城乡基本

养老保险等的大龄农民工，更加重视其在城市的

就业质量和工资待遇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所

有分位点的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本上不

显著，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时代对于劳动者的学

习能力和身体素质的要求较高，与新生一代农民

表 5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类型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常数项

R2

样本量

变量名称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社会融入度

社会接纳程度

家庭经济状况

家人陪伴程度

社会保障制度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职业

就业身份

不返乡意愿程度

（1）
Q10
0. 214

（1. 03）
-1. 343**

（-2. 43）
0. 433***

（2. 91）
-0. 512

（-0. 89）
-0. 773***

（-2. 73）
0. 158

（0. 38）
-1. 115**

（-2. 42）

0. 000
（0. 19）

-0. 642*

（-1. 91）
-1. 692***

（-2. 76）
-0. 834

（-0. 59）
2. 532***

（16. 25）
1. 011***

（4. 34）

-0. 246
（-1. 22）

-2. 390
（-1. 03）

0. 0799
402

（2）
Q30
0. 116

（0. 88）
-0. 390

（-1. 46）
0. 184

（1. 56）
0. 444

（0. 99）
-0. 400*

（-1. 69）
0. 219

（0. 81）
-0. 791*

（-1. 76）

0. 000
（1. 22）

-0. 220
（-1. 19）

-0. 274
（-1. 18）

-0. 356
（-0. 70）

3. 174***

（14. 88）
-0. 622**

（-2. 00）

-0. 130
（-1. 01）

3. 363**

（2. 42）
0. 1052
2546

（3）
Q50
0. 200

（0. 60）
-1. 064

（-1. 39）
0. 503

（1. 47）
0. 974

（0. 96）
-0. 460

（-0. 91）
1. 359

（1. 29）
-8. 417***

（-5. 82）

0. 000
（0. 47）

-0. 041
（-0. 09）

-0. 701
（-0. 98）

-0. 866
（-0. 69）

2. 077***

（5. 37）
-4. 396***

（-12. 52）

-0. 051
（-0. 16）

30. 973***

（11. 86）
0. 0413

1797

（4）
Q70
1. 191***

（2. 89）
-1. 444

（-0. 99）
0. 443

（1. 26）
0. 418

（0. 35）
-0. 449

（-0. 78）
1. 440*

（1. 95）
-8. 366***

（-6. 00）

0. 000*

（1. 80）

0. 124
（0. 16）
-0. 387

（-0. 33）
-1. 232

（-0. 80）
2. 531***

（4. 20）
-3. 184***

（-6. 85）

0. 203
（0. 41）

37. 779***

（10. 31）
0. 0511
749

（5）
Q90
0. 435*

（1. 71）
-0. 729

（-1. 36）
0. 419*

（1. 85）
1. 239

（1. 24）
-0. 147

（-0. 37）
0. 831

（1. 51）
-5. 013***

（-5. 58）

0. 000
（1. 57）

0. 025
（0. 06）
-0. 278

（-0. 62）
-0. 277

（-0. 15）
3. 878***

（13. 08）
-7. 214***

（-18. 64）

0. 005
（0. 02）

51. 978***

（20. 11）
0. 144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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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同，大龄农民工因自身条件限制导致就业机

会和范围有限，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

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反而形成制约。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微观与宏观层面梳理了大龄农民

工就业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利用 2018 年中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数据，构建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对不同分

位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受教育程度、

社会融入度、社会接纳程度、家人陪伴程度均显

著正向影响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家庭经济状况

不佳则阻碍其就业质量的提高；宏观层面，社会

保障制度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显著，而数

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显著；分位数回归分析发

现，受教育程度、家人陪伴程度对大龄农民工就

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在中、高分位点上较为显著，

社会融入度在低分位点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

会保障制度对所有分位点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

负向影响均十分显著，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

则在低分位点上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家庭层面。作为大龄农民工的家庭成

员，家人陪伴程度对其就业质量有显著促进作

用，应当充分考虑到大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社会

处境，鼓励其家庭成员集体迁移，共同生活陪

伴。考虑到大龄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不仅是个体问

题，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社会困境，因而各

城市社区应积极举办以家庭为单位的活动，促进

大龄农民工与邻里街坊之间沟通交流，感受大家

庭的温暖，增强大龄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第

二，企业层面。为了促进大龄农民工快速适应和

融入数字化时代，建议雇佣农民工较多的企业积

极开展各种公益性宣讲与实践培训，强化数字经

济产业相关的职业宣讲、职业培训和就业扶持

等，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弥补其受教育程度低的

缺陷，增强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力，扩大就

业机会。第三，政府层面。县域是吸纳大龄农民

工就业的重要区域，各级政府应当优化县域产业

结构和空间布局，扩大县域就业容量。同时，积

极开展新一轮农民工市民化行动，增加对大龄农

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障支出，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

保障服务，扩大住房保障政策范围，让他们晚年

生活更有保障，减轻求职过程中的后顾之忧。第

四，社会层面。研究发现，社会接纳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提升大龄农民工就业质量，目前我国大

龄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

的就业与生计问题理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与支

持，要从就业到生活、教育、就医、养老等各方

面加强对大龄农民工群体的关怀和支持，使他们

能够享有更高质量的就业和生活。

参 考 文 献

［1］ Meng X， Zhang J.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3）：

485⁃504.
［2］ Delamotte Y， Takezawa S.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84.

［3］ Duina F， Raunio T.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nd national parliaments： Further marginalization or 
new opportunities？  ［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2007，14 （4）：489⁃506.

［4］ 赵显洲 . 人力资本、市场分割与农民工的工资决定

［J］. 农业经济问题，2012 （4）：49⁃54.
［5］ 郭菲，张展新 . 农民工新政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险：

来自中国四大城市的证据［J］. 人口研究，2013 （3）：

29⁃42.
［6］ 许长新，凌珑 . 中国微观就业质量：绩效评价、影响

因素及优化路径［J］. 江海学刊， 2020 （6）： 110 ⁃
115，254.

［7］ Ng Thomas W H， FeldmanD C. The relationship of 
age to ten dimensions of job performance［J］. The Jour⁃
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8 （2）：392.

［8］ Thrasher G R， Bramble R J.  Lifespan perspectives on 

work values and job attitudes［M］. Work Across the 
Lifespan，2019：495⁃513.

［9］ 刘涛，王德政 . 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与流动人口就业

质量［J］. 人口研究，2021 （4）：85⁃99.
［10］ Doerr A.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female job returners-

effects on employment， earnings and job quality［J］.  
Labor Economics，2022，75：102139.

［11］ 周春芳，苏群，常雪 .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

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J］. 山西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4）：21⁃29，40.
［12］ 罗恩立，方丹丹 . 家庭随迁、居留意愿与流动人口

就业质量——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27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第  2 期） 2025 年

数 据 的 分 析［J］. 人 口 与 发 展 ， 2020 （3）： 117 ⁃
128，26.

［13］ 李礼连，程名望，张珩 . 公共就业服务提高了农民

工 就 业 质 量 吗 ？［J］. 中 国 农 村 观 察 ， 2022 （4）：

134⁃152.
［14］ 黄海清，魏航 . 数字经济如何稳就业——机制与经

验分析［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2 （1）：13⁃24.
［15］ 郭晴，孟世超，毛宇飞 .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

就业质量提升吗？［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
（1）：61⁃75，152.

［16］ Schultz T.  P. Wage gains associated with height as a 
form of health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
nomic Review，2002 （2）：349⁃353.

［17］ 卢海阳，郑旭媛 . 禀赋差异、议价能力与农民工工

资——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J］. 农业技

术经济，2019 （6）：97⁃106.
［18］ 肖小勇，黄静，郭慧颖 .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

质量吗？——基于 CHIP 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

实证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35⁃143，169.
［19］ 刘莹莹，梁栩凌，张一名 .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对

其就业质量的影响［J］. 调研世界，2018（12）：30⁃35.
［20］ 科尔曼 . 社会理论的基础［M］. 邓方，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21］ 张昱，杨彩云 .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

的影响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J］. 华东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5）：9⁃20.

［22］ 邓睿 . 多维就业质量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就业

效应评估——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J］.
浙江社会科学，2019 （12）：47⁃56.

［23］ 王春超，张呈磊 .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

［J］. 社会学研究，2017 （2）：199⁃224.
［24］ 檀学文 . 稳定城市化——个人口迁移角度的城市化

质量概念［J］. 中国农村观察，2012 （1）：2⁃12．
［25］ 明娟，曾湘泉 . 工作转换与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

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J］. 经济学动态，2015 （12）：

22⁃33.
［26］ 杨超，张征宇 .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

研 究 ： 现 状 、 来 源 与 成 因［J］. 财 经 研 究 ， 2022
（4）：19⁃33.

［27］ 杨菊华 .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

研究［J］. 人口研究，2011 （5）：8⁃25.
［28］ 于潇，孙悦 . 城镇与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

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位数回

归分析［J］. 人口研究，2017 （1）：84⁃97.
［29］ 张广胜，王若男 .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

质量就业［J］. 中国农村经济，2023 （1）：58⁃76.
［30］ 赵明霏，冯婧 .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分

析［J］. 学术交流，2020 （9）：102⁃111.
［31］ 刘军，杨渊鋆，张三峰 .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

因素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20 （6）：81⁃96.
［32］ 王军，朱杰，罗茜 .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

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 （7）：

26⁃42.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ZHANG Xiaohan1，YAO Suyu2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2. Industrial Bank Nantong Branch Hai⁃

men Sub-Branch，  Haimen  226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micro and macro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older mi⁃
grant workers， and then used the data of the 2018 China Floating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CMDS） to construct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acceptance， and family companionship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while poo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a signifi⁃
cant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while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not significant.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companionship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middle and high quantile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degre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ow quantiles，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
ment quality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in all quantiles， the health status an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ow quantiles.
Keywords： Older migrant workers；Quality of employment；Social security systems；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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